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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视角下工作场所创造力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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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场所创造力一直是企业创新研究的热点话题。区别以往工作场所创造力的

相关文献，本文采取交互视角，以创造力研究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对影响工作场所创造力的

个体因素与组织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借用

AMO的理论框架，分别从能力、动机和机会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些交互作用对工作场所创造力

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而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当前开展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

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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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为应对动荡、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如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赢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

了回答这一问题，部分国内外文献聚焦在工作场所的个体创造力研究上，其核心观点是企业通

过吸引、筛选和留住高创造力的员工，为企业所用，能够提升他们对产品、服务、工作流程、管理

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水平，进而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工作场所创造力通常被定义为组织情

境下个体产生的新颖的、有用的想法或观点（Zhou和Hoever，2014），这些想法或观点有助于改

进或改善企业的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工作方法或者管理流程等。不同于创新，很多学者认为

工作场所创造力只是创新的第一阶段，创造力更加关注新颖的、有用的想法或观点的产生，创

新则关注这些想法或观点的产生、实施和执行。

国内外现有文献分别从三个层面，即个体层面（如自我概念、人格特质、情绪）、团队层面

（如团队领导的风格和行为方式、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组织层面（如奖励体系、绩效

薪酬、工作设计），多角度探讨了个体因素和组织情境因素对个体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影响。现有

文献产生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但仍存在着些许模糊和不足：（1）较少从个体与组织情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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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视角，探讨他们对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共同影响。Zhou和Hoever（2014）指出，当前有关工作

场所创造力的前因变量研究，大多聚焦在以行为者为中心和以组织情境为中心两大流派。这两

个流派基本上相互独立，应更多关注个体与组织情境变量的跨层次交互作用，探讨情境因素和

个体特征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的交互影响。（2）不同学者对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

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解释存在较大差异。比如，Baer（2010）从信息视角出发，得出个体网络

的不同特征通过影响个体接收的信息多样性，影响个体创造力水平。Zhang和Bartol（2010）基
于动机视角，发现授权型领导通过积极的心理授权，影响员工创造力投入的内在动机，提升他

们的创造力水平。（3）现有创造力文献研究，内容广泛，大多是“点”的研究，少有文献将不同解

释机制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综合性分析。尽管当前已有学者对工作场所创造力做了系统

梳理（Anderson等，2014），但是聚焦在某个特定的作用机制来探讨。比如Gerhart和Fang
（2015）从内在动机、外在动机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和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内在动机，进而

影响员工创造力。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系统梳理了2009—2015年创造力研究的相关权威期刊，包括AMJ
①
、

JAP、JOB等专题文章，以及JOM、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sychological Bulletin等管理学、心理学综述性期刊的文章，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个体

与组织情境交互的视角出发，以创造力研究的历史演进脉络为切入点，归纳和提炼影响员工创

造力的个体、组织情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探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内在影响机

制。以此进一步丰富工作场所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开展相关创新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  工作场所创造力研究的历史演进脉络

有关工作场所创造力的研究大多基于Amabile（1983）提出的创造力构成要素模型，包括任

务动机、与领域相关的技能以及与创造力相关的技能三个构成要素。Amabile认为，这些要素的

产生和提炼源自创造力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即从最初的创造过程的研究，到创造者自身特征

的研究，到创造行为结果的研究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创造力的定义、测量，以及内在的解释机

理均存在着差异。因此，以创造力研究的历史演进脉络作为切入点，归纳影响工作场所创造力

的个体和组织情境因素，便于理解创造力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研究现状。

（一）对创造过程的相关研究

在工作场所创造力研究的早期阶段，也就是20世纪中叶（1940—1950年），学者们关注的重

点内容是“创意的产生过程是什么？”，“创意的产生会经历哪些重要阶段？”，试图打开创造过程

的黑箱。为此，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学派将创造力定义为一个双联想过程（bisociative process），
即个体借助这样的过程，将以前两个不相关的思维矩阵加以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创意

或者发明。其中，经典代表作是创造过程的四阶段过程模型（Guilford，1950），包括准备阶段（问

题或者任务的识别和定义）、孵化阶段（无意识下的脑力工作）、启发阶段（通过意识知觉产生突

然的启发性观点）和查证阶段（评估、提炼和发展新观点）。在此基础上，Amabile（1983）将创造

过程细化为问题或任务的识别阶段，建立相关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等资源储备阶段，寻找或者

产生解决方案回应问题，检验这种可能性方案的有效性等阶段。截至目前，创造过程学派为打

开创造过程黑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Zhang和Bartol（2010）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创造

过程提炼和简化为“创造过程投入”的概念，包括问题识别、信息搜索和编码以及创意和可选方

案的产生三个阶段。

创造过程流派将创造过程视作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过程，认为创新总是源于难题。

① AMJ是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JAP是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B是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M是Journal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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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者们对这种难题的界定则较为宽泛，最通俗的界定是个人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所要面对

的任何问题。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批判创造过程研究，认为创造力过程

研究忽视了创造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比如，有学者质疑，在同一任务领域下，创造过程研究并不能

解释新手和专家为何有着截然不同的创造力，也未能对他们在创造过程中本质上有所不同做出区

分。这些质疑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和辩论，为接下来的创造者个体特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对创造者个体特征的相关研究

基于对创造力过程研究的批判，以及近10年的创造力研究文献积累，Guilford（1949）率先

在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上重新界定了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内涵，认为创造力是创

造者个体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创造者个体能力特征的体现。自此开始，学者们掀起了对创造

者个体特征的研究热潮，试图回答并解决“在同一任务领域下，个体创造力为何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性？”，以及“这种个体创造力差异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成的？”等问题，该学派进一步衍

变发展为现在的“创造力个体学派”，并一直占据创造力研究的主流地位。创造力个体特征学派

的理论基础有很多，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等，核心观点是拥有创造力

的个体存在着知识、认知能力和模式、认知技能、心理特质、社会网络以及行为等因素的差异。

正是这些特定的差异影响着个体之间的创造力水平的高低。

本文借鉴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划分依据，将创造力个体学派的个体因素

差异细分为四类：稳定特质差异、状态特质差异、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和特定行为差异（如表1）。
其中，稳定特质差异指的是个体间的某些稳定特质的差异程度。这些特质一般不会随着时间改

变而发生较大变化，较为稳定、持久和独特（Tierney和Farmer，2011）。这些稳定特质主要包括认

知能力和认知模式、自我概念、价值观、人格等方面。这些稳定的、独特的个体特征差异是创造

力个体学派的主要关注点。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个体的状态特质对创造力的影响。状态特质指的是那些能够随着

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不稳定的、瞬时的个体特质（Bledow等，2013），这些个体特质包括情

绪、需求、偏好等。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情绪的研究上，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关于情绪与创

造力的关系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分别是积极情绪与创造力的影响，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动态变化对创造力的影响。最初，该流派的

表 1    个体因素与创造力关系的相关研究

理论基础 核心差异 核心概念 类　别 文献来源（举例）

人力资本
理论

稳定特质

认知能力
认知模式

促进/防御聚焦模式系统式/直觉式
模式

Zhou等（2012）；Sagiv等（2010）

自我概念
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创造力角色认同
目标导向（学习、绩效、掌管导向）

Tierney和Farmer（2011）；Farmer等
（2003）

心理资本
理论

稳定特质
价值观 顺从价值观保守价值观 Zhou等（2009）；Shin和Zhou（2003）
人格 大五人格创造性人格主动性人格 Zhou（2003）；Gong等（2012）

状态特质
情绪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动态视角

George和Zhou（2007）；Bledow等
（2013）

偏好 偏好 Aleksić等（2016）
社会资本
理论

社会关系
网络

网络特征
网络大小网络密度弱关系/强关系
网络多样性

Zhou等（2009）；Baer（2010）

其他 行为差异 特定行为
寻求反馈行为求助行为和助人行为
知识隐藏行为

de Stobbeleir等（2011）；Mueller和
Kamdar（2011）；Černe等（201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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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静态视角出发，认为积极情绪与创造力存在正向相关。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消极情绪也

可能对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比如，George和Zhou（2007）运用情绪信息理论，解释了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的影响。随着情绪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这种静态观并不能

解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创造力影响的动态机理。为此，Bledow等（2013）借用人格系统交

互理论，通过观测调研对象475天的情绪变化，得出个体经历消极情绪后经历积极情绪有助于

提升创造力的结论。除了情绪研究以外，开始有人研究偏好与创造力的关系。Aleksić等（2016）
通过实验分析得出，个体对创造力的偏好与主管评价的创造力正向相关。

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反映了个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的不同程度（Baer，2010；Zhou等，

2009）。这些关系网络特征包括网络大小、网络的密度、弱关系和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等。个体的

社会关系网络特征的差异影响了个体获取异质性信息的数量和多样性的能力和机会，最终影

响他们的创造力水平。此外，个体行为差异指的是个体在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特定的、差

异性的行为，包括求助和助人行为、知识隐藏行为和寻求反馈行为等，这些行为会对个体创造

力产生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Černe等，2014；Mueller和Kamdar，2011）。比如，Mueller和
Kamdar（2011）则发现，员工求助行为与员工创造力正向相关，而助人行为对个体创造力产生

消极影响。

（三）对创造行为结果的相关研究

随着创造者个体特征研究的深入，到20世纪80年代（1980—1990年），不少学者开始质疑创

造者个体特征研究的理论观点，认为其过分关注创造者与非创造者的个体差异，而忽略了“创
造情境”的作用，尤其是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伴随着个体与情境交互理论的日益流行，学者们

对影响创造力的情境因素产生了极大兴趣。在交互理论看来，个体行为绩效是个体特征因素和

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工作场所的创造力不应被界定为个体的特质或者一般能力，

而是基于个体与情境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行为结果，这种行为受到个体特征因素、个体认知

能力和个体所处的组织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

基于此，不少学者展开了与创造力情境相关的研究。该学派认为，个体是“社会动物”，嵌入

在组织情境之中，因此，创造行为本身会受到组织中的社会情境、物理情境、工作和任务情境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环境、层次两个维度，将当前文献的组织情境因素划分为组织内部

和组织外部两大环境，其中组织内部环境又分为三个层次，包括组织层面、团队层面和工作任

务层面的因素（如图1所示）。其中，组织层面因素，包括组织的激励系统、绩效薪酬、组织文化、

组织氛围、组织规范和组织支持等方面；团队层面因素主要有领导因素，包括团队领导风格（变

革型领导、宽容型领导）、团队领导行为方式（授权领导方式）、主管支持、主管期望、LMX（领导

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因素，包括TMX（团队成员交换）、团队冲突、团队成员信息共享、团队成

员认知多样性等；工作任务层面主要包括工作本身的特征、任务结构、任务多样性、任务时间压

力等。比如，Baer和Oldham（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经历的任务时间压力与创造力之间

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

不少学者们也发现，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比如顾客、家庭、朋友支持），也会对工作

场所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比如，Madjar等（2002）将社会支持分为工作和非工作支持两个方

面，发现家庭、朋友的非工作支持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学者从顾客角度探讨他们

的支持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比如，Madjar和Ortiz-Walters（2008）以服务行业的理发师

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顾客参与和顾客投入（比如信任投入、信息投入）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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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分析创造过程、个体

特征因素和组织情境因素间对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影响。但是，Zhou和Hoever（2014）指出，组织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当前有关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前因变量研究，更多地聚焦在个体因素间

或者组织情境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缺少个体与组织情境变量的跨层次交互作用的影响，从而造

成了创造力研究在个体因素和组织情境因素交互的理论空白。

此外，尽管当前学者们对创造力的定义基本达成一致，但是不同流派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员工创造力的内在机制解释仍存在很大不同。比如，大部分学者从动机视角做出解释，包括内

在动机、外在动机、亲社会动机等（Gehart和Fang，2015；Grant和Berry，2011）。也有部分学者从

信息或者观点采纳的视角做出解释。试图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社会网络的大小、网络

密度、网络位置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对工作场所创造力产生的影响（Baer，2010；Zhou等，

2009）。但是，少有学者对这些不同的解释机制纳入到同一理论框架，进行整合性分析，比如内

在动机和观点采纳之间如何联系，这些中介变量之间的联系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尽管

Amabile（1983）提出了任务动机、与领域相关的技能和与创造力相关的技能三个构成要素模

型，但是并未系统地比较这些内在解释机制的相对重要性。

三、  基于AMO理论的工作场所创造力整合模型

区分以往的创造过程和创造者特征研究，本文试图从创造行为结果研究的视角出发，借用

AMO的相关理论（Boselie等，2005），从创造者的创造能力（Ability）、创造动机（Motivation）和
创造机会（Opportunity）三个方面，对个体—情境因素交互作用对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内在影响

机制做出系统性解释，以此整合当前的已有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如图2）。
AMO理论源自Vroom’s（1964）的个体行为绩效模型。Vroom最初提出该模型目的在于试

图回答个体行为绩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将之归纳为行为绩效=f（能力×动机），也就是个

体行为绩效受到个体的动机（M）和能力（A）的共同影响。随着该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交互心

LMX TMX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1    组织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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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流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学派首次将该模型引入到组织管理中，试图从组织层面上探讨

人力资源实践系统对整体员工行为绩效的影响，从而引入了机会（O）这一前因变量，构建了当

前成熟的AMO系统理论框架。相比Vroom的个体行为绩效模型，AMO理论认为Vroom忽视了

影响个体行为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机会（O）。其核心观点是个体具备能力和动机，并

不一定保证产生良好的行为绩效，个体的行为结果由个体的能力（A）、个体的动机（M）和情境

提供的机会（O）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因此，组织还需要给予员工合适的机会和平台，以便他们

能够人尽其才。其中，组织提供的机会和平台包括培训、考核、晋升等方面的人力资源实践，授

权型领导方式，工作自主性等方面。依此逻辑看，遵循创造行为结果的定义，从个体—情境因素

的交互作用探讨个体新颖的、有用的想法的产生，必然受到AMO因素的影响。

（一）以创造者的个体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内在解释机制

Amabile（1983）认为，高创造力个体具备着与创造力相关的独特知识、技能和能力，并将之

概括为创造性思考的技能和能力。比如，高创造力个体具有较强的发散性思维；能够充分理解

复杂性；通常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倾向于从多个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具备时常打破现有心

智模式束缚的能力，能够主动地采纳新观点或新见解的能力；具有开放性的特质；具备能够主动放

弃非生产性的观念能力；擅长采用反直觉的技术，使用类比推理技巧进行创新性的思考，等等。

这些创新性相关的技能和能力通常被认为是高创造力个体所拥有的独特的、隐性的、专有

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因此，基于AMO的模型框架，从创新想法产生的能力（A）角度出发，高创

造力的个体通常会熟练运用以上这些知识、技能和能力，创造性地排列、重组现有知识网络，从

而产生原始的、新颖的想法。比如，Zhou等（2012）提出个体的认知能力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创造

A

M

O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2    工作场所创造力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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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促进性聚焦相比预防性聚焦的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创造力水平。

然而，创新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个体挑战当前组织现状，而且

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心理资本，比如良好的情绪、乐观、开放性等，这些心理资本很容易受到组

织情境因素的影响。Sagiv（2010）就发现，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工作情境下，个体的直觉认知模

式要比系统性认知模式更具创造力。因此，拥有创造性技能和能力的个体，不仅会受到个体因

素（比如，认知模式、认知能力等）的影响，而且会受到情境因素（比如，领导者授权、创新氛围、

组织支持）的交互影响。

由于处在工作场所，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组织因素、团队领导方式、团队同事的多重影响，

这些组织情境因素会共同作用于个体的特征因素（比如，个体的开放性特质、积极情绪），共同

作用于员工创造性思考的认知技能和认知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创造力水平。可见，个人—情

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创造能力水平，从而影响个体创造力。

（二）以创造者的创新动机为核心的内在解释机制

自我评价理论（简称CET理论）将个体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类。内在动机指的

是个体做某件事情的动机，完全出于自身的内在兴趣、爱好或快乐感。而外在动机指的是个体

做某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某种外在的预期结果（Gerhart和Fang，2015）。CET理论的核心观点

是，相比外在动机，当个体被内在动机激励时，他们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增加认知的灵活性，这

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观点一致（Grant和Berry，2011）。当个体经历积极情绪时，注意力范围

会放大，认知的灵活性增强，形成“从上到下”的思维整合模式，能够识别不同的模式、观点之间

的相互联系。此外，自我决定理论也认为，当个体被内在激励时，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被激发，

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灵活性、乐于承担风险，对外部复杂性表现得更加开放。总之，CET理论和自

我决定理论都认为，个体倾向于有选择性的感知、编码和保留与他们内在的兴趣、爱好相一致

的信息。当个体被内在激励时，他们会增加他们的心理投入，包括增加时间投入、情绪和注意力

投入等，帮助个体建立积极的能量和精力来维持这种心理投入。

结合以上分析，基于AMO理论模型，以动机（M）为核心解释机制的创造力研究学派认为，

个体的某些特征因素，比如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等特质，会影响到他们的内在动机，从

而影响创新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促进他们努力寻求新的发现，更加关注新颖的、原始的、独特的

想法产生，为自我学习和自我探索提供良好的机会。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有时候自我动机不会直接作用于有用、有价值的想法产生。比如，

Grant和Berry（2011）认为，兴趣和爱好可以吸引人们学习、探索新的、不熟悉的事物，但这些事

物最终不一定会转化为对个体或组织有用的想法或观点。因为个体是“社会动物”，会受到来自

周围环境的影响，包括组织内部的团队领导期望、同事期望，甚至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顾

客信任与投入等组织外部的社会情境因素，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工作场所中的个体内

在动机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看出，个体—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在动

机，对工作场所创造力产生影响。

此外，个体的亲社会动机也会影响工作场所创造力，亲社会动机反映了个体想要帮助他人

或者为他人做贡献而付出努力的一种愿望。这种亲社会动机有助于个体倾听和采纳他人的观

点，特别是对他人有帮助的观点。正如个体特质学派描述，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特质、开放性、

利他主义价值观等个体特征因素，都会影响到这种亲社会动机，进一步影响到他们采纳观点的

能力和机会，最终影响他们的创造力水平。同时，学者们也发现，诸如组织对创新进行绩效奖

励、授权领导方式、工作自主权等组织情境因素会影响到个体的外在动机。其中，代表理论是自

我决定理论（简称SDT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到外部动机对自我兴趣、目标的实现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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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时，会自动转化、整合为自我的内在动机。比如，Gehart和Fang（2015）将外在动机分为外在调

节动机、内射调节动机、认同调节动机和整合调节动机四类。当组织提供足够的外部刺激，能够

充分影响个体的外部动机，比如，个体感知到这些奖励对自己的创造认可或者有助于实现自己

的内在需要时，会增强个体的内在动机，增加他们的创造过程投入。

由此看出，个体—情境因素的交互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体的内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或者通

过影响个体的外在动机，间接对个体的内在动机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个体创造力。因此，不少与“动
机”相关的创造力研究，会将工作自主权、自我决定权、自我控制权、心理授权感、心理安全感、情

绪等心理变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从心理过程机制进行探讨。比如，Wang和Rode（2010）
发现，变革性领导与个体对领导的认同、组织氛围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到下属的内在动机，进而影

响他们搜索情境信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等创造过程的投入，最终影响下属的创造力水平。

（三）以创造者的创新机会为核心的内在解释机制

相比AMO理论的能力视角、动机视角，以机会视角作为核心解释机制的学者关注的对象

不是“拥有创造力个体的能力和动机”，而是更加关注创造过程中所用的多样化“知识或者信

息”的种类和数量，主要的代表理论包括信息加工理论、情绪信息理论、特质系统交互理论等。

这些理论流派的核心假设是个体的创新一定要建立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并不断地交换和

结合新的知识资源进行知识创造的过程。因此，个体不仅要依赖于对现有知识、观念或想法的

重新组合，更需要获取和发展新的知识，为现有的知识网络不断引入新的知识、观念或想法。也

就是说，决定个体创造力的因素，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动机、亲社会动机，还需要个人能够“有
机会”获取、接收和整合多样化的知识或信息。Zhou和Shalley（2011）将之分为信息的数量和种

类，信息的数量反映了个体所产生的新颖的、有用的想法的频数，是信息“量”的体现。相比之下，信

息的种类代表了个体产生的新颖、有用的想法的不同类别和多样性，是信息“质”的体现。这些

理论观点认为，个体接触更多、不同的认知观念、信息和想法，更倾向于表现出较高的创造力。

依照“创新机会”的分析逻辑，个体的特征因素（如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开放性特质、积极情

绪）与组织情境因素（如变革型领导、团队多样性、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影响个体

接收的信息、观点和想法的数量和多样性的“机会”，进而影响个体的信息解码、编码和信息处

理过程，最终影响他们新颖、有用的想法产生。以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差异为例，作为个体特征因

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包含了网络大小、网络中心位置、网络密度等多个

方面，这些网络特征差异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社会资本差异，更会影响到多样化信息的种类和数

量的获取。比如，Baer（2010）运用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分析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

特征（网络大小、弱联系和多样性）以及他们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的影响。但是不少情境学派的

学者认为，个体网络特征差异固然重要，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诸如团队多样性特

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信息多样性特征（团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多

样性、工作经历多样性），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都会对团队成员创造力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个体—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从“个体—环境匹配”视角进行分析，以社会网络差异为

例，个体的社会网络差异为个体获取多样化信息的种类和数量提供“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受到

个体所处情境影响。以工作自主性为例，自主性强的工作要比自主性弱的工作带来更多机会。

此外，当个体处在沟通频率高和关系氛围好的团队下，社会网络差异带来的多样化信息的种类

和数量的机会会更多，从而对工作场所创造力的影响也会越强。因此，个体—情境因素的交互

作用也会通过影响个体多样化信息的种类和数量的接收，从而对工作场所创造力产生影响。比

如，Richter等（2012）通过对34个团队的176个个体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和团

队信息资源的交互作用，为个体提供了多样化信息的获取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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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结论与展望

作为创新的第一阶段，也是创新的关键阶段，工作场所创造力反映了个体所产生的新颖、

有用的想法，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创新想法，也包括工作流程、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想

法。这些创新想法直接影响了组织整体的创新能力，对保持组织的竞争优势，应对日益复杂的

外部环境至关重要。本文从交互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个体特征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个体与

组织情境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组织情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并借助

AMO的理论框架，从能力、动机和机会视角解释了这些因素对员工创造力不同的内在影响机

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场所创造力的整合模型，对当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系统的

借鉴和思考。

尽管工作场所创造力的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但是仍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研究方向：（1）前
因变量方面。目前学者们大多从正面、积极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因素，但很少从负

面、消极的视角进行探讨。根据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的观点，工作要求（demand）的因素，

如工作复杂性、辱虐领导行为等，很可能对个体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

识别影响个体创造力的负面因素。（2）中介变量方面。目前文献聚焦在个体创造动机、创造机会

的内在解释机理，对创造能力的关注较少。基于AMO和人力资本的理论观点，创造能力是个体

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个体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应丰富创造能力的相关研究；此外，当前的内

在解释机理大多是分散的、单一的，缺少对不同中介变量的比较分析。未来可以有针对性地开

展多个中介的整合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内在解释机制的相对重要性，甚至可以寻找新的内在解

释机制，引入促进性聚焦、抑制性聚焦等新的动机变量。（3）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采用

静态视角，很少从动态视角（情绪除外）考察个人因素、组织情境因素对创造力的动态影响。随

着组织动态研究（dynamic perspective）的流行，未来研究应引入时间变量，采用纵向、跨时的调

研方式，以及跨层次的动态研究方法，将个体特征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创造的过程进行有效整

合，建立有关创造力的动态过程整合模型，丰富创造力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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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creativity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innovation research.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it, this paper takes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use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creativity
as an entry point, systematically cards and analyz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factors affecting workplace
creativity. On the basis of this, using the AMO theory, respectively from three aspects of ability, and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it summarizes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workplace
creativity, puts forwar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vides som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innovation.

Key words:  workplace creativity;  innovatio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individual-situation
interaction;  AMO theory

（责任编辑：度  生）

 

6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9卷第3期）


